
 
DOI: 10.16538/j.cnki.fem.2018.09.009

 

工作连通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

袁    硕,  唐贵瑶
（山东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工作连通行为是指个体在非工作时间、在任何场所通过通信设备参与工作并同

时承担工作或生活多重角色的行为；是个体根据过去经验、当前打算和未来计划，管理、表达与

解译一系列社交符号，并通过一系列与他人的符号互动而实现自我社会化的过程。随着通信技

术的进步，工作连通行为渐渐成为研究热点之一，但其系统回顾研究较为匮乏。本文全面梳理

了工作连通行为的内涵、类型与测量等方面的国内外研究，从符号互动理论、主体能动性理论

和边界理论三大理论视角归纳辨析了工作连通行为的特点和本质，通过构建其前因、结果及调

节因素作用机制框架分析并述评了其理论逻辑和现有不足，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以

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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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信息交互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和通信设备的更新换代，人们使用电子邮件、即时信息等

远程通信方式愈发便捷（Boswell和Olson-Buchanan，2007）。在此背景下，个体、团队和组织工作

的新型交互方式——工作连通行为出现（Schlosser，2002）。工作连通行为的产生依托于信息技

术创新，是指个体在非工作时间通过通信设备和技术处理工作或者参与职场社交的行为

（Jarvenpaa等，2005；Richardson和Benbunan-Fich，2011）。以往研究表明，工作连通行为使得个

体工作领域与非工作领域间的界限愈发模糊（Kaufman-Scarborough，2006），在带来积极作用

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如情绪耗竭等（Richardson和Benbunan-Fich，2011）。
在当今“万物皆媒”的社交时代，工作连通行为议题虽已引起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如

Schlosser，2002），但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7.51亿，企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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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使用、互联网使用以及宽带接入已全面普及（分别达99.0%、95.6%和93.7%）①。鉴于此，本

研究从工作连通行为的概念内涵、类型、理论基础、测量方法、影响因素和作用结果等方面系统

梳理并评价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总结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做出了未来展望，以期为开展中

国情境下的工作连通行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借鉴。

二、  工作连通行为的内涵演变及理论视角

（一）内涵演变及概念界定

以往关于工作连通行为内涵的研究随着通信技术的成熟而不断深入。首先，对工作连通行

为的探讨起源于通信技术使用带来的远程工作方式变革。20世纪末，一系列科技创新使远程办

公成为可能（Nilles，1998），个体可通过电子通信和计算机技术在非传统办公场所完成工作

（Bailey和Kurland，2002）。基于此，Schlosser（2002）首次提炼出“工作连通”（workplace/
work connectivity）一词，并将其界定为个体利用移动无线设备处理工作的办公行为。随后，其

他学者关注其突破传统工作方式时空限制的特点，细化提出“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s）概念，其含义为组织成员在非工作时间使用便携式无线通信

设备进行的参与工作或联系同事等一系列行为（Richardson和Benbunan-Fich，2011；马红宇等，

2014）。在此研究阶段，关于工作连通行为的分析多聚焦于个体在非工作时间与工作伙伴沟通

事务的偏好（Reinsch等，2008；Wright等，2014），多关注于丰富的信息化媒介使得个体的工作

不再局限于某个固定地点（Cavazotte等，2014；Azad和Salamoun，2016）。
除此之外，工作连通行为还具有个体自愿程度不一、多重角色参与等特点。虽有学者认为

工作连通行为始于个体自发自愿的动机（Schlachter等，2017），但下级在该过程中会经历被授

权和被压迫的矛盾感知，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复杂情感态度（Piazza，2007），因此工作连通行为

的出发点可能并非个体自愿。此外，工作连通行为伴随着个体参与多重角色的过程。采取工作

连通行为的个体往往会在不同时空切换角色任务，以此提高角色参与度（Maccormick等，

2012）。根据边界理论，该过程既包括工作领域的多重角色参与（Davis，2002），又包括工作和生

活角色的共同承担（Richardson和Rothstein，2008）。
鉴于此，本研究从技术使用、时空不限、情感态度和多重角色等方面进行分析，将工作连通

界定为个体在非工作时间、在任何场所通过通信设备参与工作并同时承担工作或生活多重角

色的行为，如在休假期间与工作伙伴或团队所有成员交流工作、举行视频会议、接收回复邮件等。

（二）不同理论视角下的工作连通行为

以符号互动理论、主体能动性理论及边界理论等为理论基础，学者们分别从社交导向、时

空导向、情境导向三种视角探析了工作连通行为的内涵及特点等（参见表1）。

表 1    工作连通行为三大理论视角辨析

理论基础 主要研究者 视　角 关注点 工作连通行为过程
符号互动理
论

Orlikowski（2000）；
Schlosser（2002） 社交导向

个体采取工作连通行为
时重塑社会结构

塑造自我形象、处理关
系、适应融合、自我脱离

主体能动性
理论

Hill等（2003）；Boudreau和
Robey（2005）；Cousins和
Robey（2005）

时空导向
嵌入于时间流动中（过
去、现在、未来）的个体社
会化能力

时间、空间、角色情境三
维度下个体的持续待命
过程

边界理论 Clark（2000） 情境导向
个体不断创造、维护或改
变不同领域间的边界

个体在不同领域间的角
色转换过程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研究整理。

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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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号互动理论视角

符号互动是指个体与他人间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有声的和无声的符号交流（Blumer，
1969），所有的人际交往活动都是通过符号互动不断实现的。以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为基础，学者们围绕个体一系列使用通信技术和设备参与工作社交的实际

行动，力求分析个体在工作连通行为中对社交符号的管理与解译（Schlosser，2002）。个体采取

工作连通行为时会不断通过自我认知、意义建构和情境理解来创造、表达、识别和解译社交符

号，进而重塑所在团队的社会结构（Orlikowski，2000）。
根据此理论，Schlosser（2002）将工作连通行为从被采取到被排斥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起

初，个体会通过印象管理策略塑造自我形象，熟练使用组织推崇的技术处理工作以提高自我声

誉（Schlosser，2002）。同时，个体对人际关系期望较高，因而会不断置身于多种社交关系，逐步

增强与他人的符号互动（Yates等，1999）。此时个体进入处理关系阶段，会凭借一定的话语权逐

渐改变并匹配组内社会结构，以获取团队归属感。再者，工作连通行为伴随着个体工作及生活

领域不同角色的融合，即适应融合阶段（Schlosser，2002）。然而，个体往往会因无法满足组织的

连通期望而产生脱离社群的消极情绪，进入自我脱离过程（Schlosser，2002）。
2.主体能动性理论视角

工作连通行为相关研究最为经典的理论视角即是主体能动性理论（human agency theory）
视角。该理论认为，人的能动性随着不同情境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是一种嵌入于时间流动中的

个体社会化能力（Emirbayer和Mische，1998），不仅涉及过去的经验，更涵括当前困境和未来计

划的影响（Pentland和Feldman，2008），可分为迭代性、投射性、实践—评价性三种类型①（Emirbayer
和Mische，1998）。众多学者将这一视角应用于工作连通行为分析，强调个体在不同时间情境下

的自主选择和偏好导向（Carroll，2008），聚焦于从时间流动观入手理解社交结构何以通过能动

性得到维系和改变（Chu和Robey，2008）。工作连通行为是一系列从惯性社交到重塑社交的过

程，即个体依托过去的经验使用通信技术进行远距离社交以维系原有社会结构，随后通过对未

来情况的判断而不断改变或拓宽现有的人际关系范围（Boudreau和Robey，2005）。
另外，Hill等（2003）将时间定位三要素延伸为包含时间、空间、角色情境三个维度的工作

连通行为框架（参见图1）。其中，时间维度指个体基于迭代性、投射性、实践—评价性能动性进

行工作连通行为的时间分配决策；角色情境维度指个体在连通过程中应对的工作生活多重角

色；空间维度则指个体凭借移动通信技术在地理位置方面获得的灵活程度（Cousins和Robey，

行
动

空间维度

家

交通
道路

办公
地点

过去 现在 将来 时间维度

生活角色

工作角色

角色情境维度

 
资料来源：Hill等（2003）。

图 1    工作连通行为三维结构图

①迭代性能动性是指个体有选择地将以往思想和行动模式整合到实践活动中，以稳定维系其社会化过程；投射性能动性指个体凭借想象
制定未来行动轨迹，创造性地重构思想和行动模式；实践—评价性能动性指个体面对当下需求和困境，对社交行动做出实用性、规范性判断。

 

114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0卷第9期）



2005）。基于此，工作连通行为不再局限于时间框架，而是时间、空间、角色情境复杂三维结构下

的持续待命行为。它更多意味着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在任何地点联系同事、客户的活动

（Jarvenpaa等，2005），因而个体会不断经历多重角色的重叠（Richardson和Benbunan-Fich，
2011）。

3.边界理论视角

工作连通行为的情境导向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边界理论因此而得到应用。边界理论

（boundary theory）认为，工作和家庭是个体典型的两个域，个体在某一域中的时间及精力会不

断渗透到另一域中（Barnett，1994）。根据边界理论，个体需每天在工作和家庭领域间不断穿梭

并进行角色转换（Ashforth等，2000），两者的界面因此实现融合（Clark，2000）。与前两种理论视

角不同，除探讨工作连通行为的内涵特点外，边界理论还被用于分析其二元性结果。

基于以上三种理论视角对工作连通行为内涵特点等方面的分析可知，工作连通行为即是

个体根据过去的经验、当前的打算和未来的计划，管理、表达与解译一系列社交符号，并通过一

系列与他人的符号互动而实现自我社会化的过程。其特点在于，打破了个体工作和家庭间的边

界隔阂，使得个体同时承担多重角色成为可能。

三、  工作连通行为的类型及测量

（一）工作连通行为的类型

以往研究从空间导向、投入状态等方面对工作连通行为进行了分类（参见表2），但少有学

者就不同类型的工作连通行为进行实证探析。

表 2    工作连通行为的类型

分类依据 主要研究者 类　型 含　义

空间导向

Hill等
（2003）

传统办公 工作地点为本公司或客户公司
家庭办公 办公地点为家，公司不提供办公地点

虚拟办公
办公地点灵活且公司不提供办公地点，通过公司配置的便捷通
信设备完成工作

Haynes
（2008）

个人主义型 大部分时间被要求待在办公室，与同事间的互动程度较低
团队主义型 大部分时间被要求待在办公室，与同事间的互动程度较高
知识集中型 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工作灵活性高但与同事互动程度低

知识交易型
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工作灵活性高，与同事互动程度也
高

投入状态

Piazza
（2007）

乐观主动
认为此种行为会在未来给予自己额外的职业回报，因而自愿积
极参与此种行为

悲观主动
心理上抵触组织提出的工作连通要求，但会迫于生存需要而采
取此种行为

乐观被动
认为此种行为会提高自身职业竞争力，但由于自身懈怠，需要
组织逼迫才能实施此种行为

悲观被动 不仅态度消极，且往往需要组织逼迫才能实施此种行为

Maccormick
等（2012）

弱连通—脱离
为控制资源损失，个体极少或从未参与组织工作连通过程，心
理脱离水平较高

动态连通—功
能性投入

对内外部利益相关成员有较强的尽责性，适应组织要求主动参
与、反馈和调整工作连通行为的程度，既不会因缺乏连通而产
生脱离感，也不会因过度连通而身心俱疲，心理投入恰如其分

强连通—脱离
不间断参与连通过程，过度涉身其中导致身心俱疲，产生试图
脱离工作的心理倾向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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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连通行为相关测量

以往有关工作连通行为的实证测量研究可分为两大类（参见表3）。

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通过使用某一技术或几种技术工作的频率或持续时间来测量个体

工作连通行为。在早期，Batt和Valcour（2003）采用员工在家时使用通信设备处理工作事务的频

表 3    工作连通行为相关测量研究

分类
研究者或修订者

及时间
量表名称 题数 测量内容 题项范围

频率
或具
体时
长

Batt和Valcour
（2003）

技术灵活性
使用 6

员工在家（工作）时通过通信设备处理工
作（家庭）事务的使用情况，包括电子邮
件、寻呼机、手机、传真机等

6点法，从“从未使
用”到“全部使用
过”

Boswell和Olson-
Buchanan（2007）

非工作时间
通信技术使
用行为

5
在非工作时间使用手机、电子邮件、语音
邮件、掌上电脑和寻呼机工作的频率

5点法，从“从不”
到“经常”

Richardson和
Benbunan-
Fich（2011）

非工作时间
内工作连通
行为

19

在锻炼、购物、旅行、上下班通勤、吃饭、
看电影/看戏、约会、去洗手间、参加学习
班/课程、度假、参加聚会或社交活动时，
使用智能手机处理工作相关问题的频率

5点法，从“从不”
到“总是”

Park和Fritz
（2011）

家中使用通
信技术工作 4

非工作时间在家中使用通信技术完成工
作的频率

5点法，从“从不”
到“经常”

Fonner和Roloff
（2012）

通信媒体使
用 10

使用视频会议、电话、即时通信和电子邮
件五种方式与主管、同事通信，取两者均
值作为每一种通信方式的使用频率

7点法，从“不完
全”到“经常”

Gadeyne等
（2018）

非工作时间
手机/电脑的
工作相关使
用

2/2

手机和电脑各2题项，题项1采取Boswell
和Olson-Buchanan（2007）的方法测量“在
非工作时间使用手机/电脑工作的频率”，
题项2测量“一天之中使用手机/电脑工作
的分钟数”

5点法，题项1从
“从不”到“总是”，
题项2从“0分钟”
到“大于60分钟”

张晓翔等（2013）
非工作时间
内工作连通
行为

16

根据Richardson和Benbunan-Fich（2011）
的量表修订，通过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
行为的频率和持续时间来测量。时间部
分沿用已有4题项；频率部分根据国内外
文化和习惯差异对场景进行了适当的修
订，共12题项

5点法，时间部分
从“1—15分钟”到
“2小时以上”

马红宇等（2014，
2016）

工作连通行
为 3

根据Richardson和Benbunan-Fich（2011）
的量表修订，不对膝上型和掌上型设备
的使用情况做出区分；删去原量表中对
“上班前”工作行为的评估，改为计算“午
休时”“下班后”和“节假日”时间段的工作
连通行为持续时间。题项包括“在非工作
时间，与工作有关的人因为工作上的事，
通过上述通信工具与我联系的频率”等

5点法，从“从不”
到“总是”

日常
行为

Fenner和Renn
（2010）

基于技术支
持的补充性
工作行为

6

题项包括“我晚上或周末会在家用手机
完成白天未完成的工作”“在下班回家
时，我会把手机、寻呼机或黑莓手机关
掉，也不用电脑处理与工作有关的任务”
等

5点法，从“从不”
到“总是”

Derks和Bakker
（2014）

工作相关的
手机使用行
为

4
将其看作一种日常行为而非习惯，题项
包括“（在晚间）我的手机有新消息时，我
忍不住要检查它们”等

5点法，从“完全不
同意”到“完全同
意”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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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来测量技术灵活性使用行为。有学者在此基础上细化了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使用行为的测

量条目（Boswell和Olson-Buchanan，2007）。随后综合以往研究，非工作时间内工作连通行为量

表被开发出来（Richardson和Benbunan-Fich，2011）。此量表除侧重于新兴通信技术外，更凸显

了工作连通行为的时间导向。此外，有学者从持续时间的角度将工作连通行为概念操作化。

Gadeyne等（2018）沿用并修订了Boswell等开发的量表，采用个体在非工作时间使用手机/电脑

工作的频率和一天之中使用手机/电脑工作的分钟数来测量该构念。

国内的测量研究大多沿用技术使用频率或持续时间测量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根据被试

情况做出修订。如张晓翔等（2013）根据国内外文化和习惯差异修改了原量表中的场景内容，题

项分数越高表示个体非工作时间的工作连通行为越频繁，Cronbach’s α值为0.89。
另一方面，有学者提出工作连通行为的测量应关注员工的行为特点而非习惯（Derks和

Bakker，2014）。此视角下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Derks和Bakker（2014）的量表（如Gombert等，

2017），将工作连通行为分为四种具体行为。Fenner和Renn（2010）也开发了基于技术支持的补

充性工作行为量表，题项包括“我晚上或周末会在家里用手机完成白天未完成的工作”等。

综上，以往关于工作连通行为测量的研究尽管已将时间、空间、情境等因素考虑在内，但对

技术使用、时空不限、多重角色与工作参与等复杂内涵和多个维度仍缺乏分析，不利于进一步

深入挖掘工作连通行为的作用机制。因此，未来的测量研究应在现有量表的基础上开发更深层

次的高质量测量工具。

四、  工作连通行为的前因、结果、调节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本研究回顾并研析了以往关于工作连通行为的实证研究，梳理了工作连通行为的理论框

架（参见图2），发现工作连通行为的相关作用机制并未得到充分的实证检验，其前因机制中团

队层面及组织层面的研究较少，其作用结果大多局限于个体视角。

（一）工作连通行为的前因机制

1.组织层面

组织连通文化或连通规范是有关成员使用通信技术和设备处理工作的文化或规章制度

（Fenner和Renn，2010）。符号互动理论认为，该文化和规范均是引导团队和员工工作连通行为

的期望信号（Schlachter等，2017）。在组织连通文化氛围下，上级、同事或客户会不断发出连通

信号，个体为完成自我社会化过程会快速响应其需求、回应其期望以提高自我社交地位

（Reinsch等，2008）。Fenner和Renn（2004）提出组织连通文化是工作连通行为的支持性特征之

一，后来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此观点（Fenner和Renn，2010），即组织连通文化通过向个体

施加一定的心理压力来不断增强其心理动机，从而塑造员工工作连通行为的任务倾向。此外，

组织连通规范例如组织实施的24/7工作制（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持续待命），会作为工作要求

迫使员工不得不采取工作连通行为（Richardson和Benbunan-Fich，2011）。
另外，拥有移动设备是员工实施工作连通行为所必需的硬件条件（Sarker和Wells，2003）。

同时，组织设备分配是一种组织向成员发出的与之持续通信的期望信号（Richardson和
Benbunan-Fich，2011）。相较于私有设备公用，组织成员在他人面前使用组织赞助的设备工作

会满足其自我虚荣心，更能激发其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往研究表明，工作团队分散、组织

机构庞杂、员工与组织距离远等特征也会间接影响工作连通行为的产生（Piazza，2007）。
2.团队层面

以往学者较少从团队层面探究工作连通行为的前因机制，仅考虑了主管支持、团队连通意

愿等因素（Raghuram和Fang，2014）。根据主体能动性理论，团队成员在过去使用通信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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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好越强，越有可能采取工作连通行为，但也会出于对未来团队成员排斥工作连通行为的担

心而减少此行为（Pérez等，2004）。可见，团队连通意愿是个体工作连通行为的影响因素之一。

另外，Arlinghaus和Nachreiner（2014）发现，受主管信任和支持的员工会更为频繁地主动使用通

信技术在业余时间完成工作任务。

3.个体层面

（1）特质。学者们发现个体的多重时间取向、尽责性等人格特质均是其工作连通行为的影

响因素（Richardson和Benbunan-Fich，2011）。首先，多重时间取向是指个体倾向于同时进行多

项任务或事件并仍能依次完成的能力（岑杰和许岱璇，2014）。具有多重时间取向的个体将依据

整合而非分割的视角感知内在世界，扮演多重角色的能力较强，进而会在业余时间使用电子邮

件或手机即时消息等方式保持工作连通行为（Turner等，2006；Reinsch等，2008）。其次，有学者

认为尽责性高的员工会主动响应组织的连通期望信号，保持工作连通行为（Ďuranová和Ohly，
2016）。最后，不同个体分割或整合工作和家庭角色的偏好程度存在差异，即角色分割/整合偏

好程度不一①（Gadeyne等，2018）。Olson-Buchanan和Boswell（2006）怀疑个体工作连通行为与

其角色偏好有关，调研结果表明偏好角色分割的个体更有可能限制自身的工作连通行为，而偏

好角色整合的个体恰恰相反。根据边界理论，具有分割偏好的个体会有意识地区分工作与非工

作领域的界限，其域间资源流动性和渗透性较低（Allen等，2014），难以适应工作连通行为的要

组织连通文化
组织连通规范
组织设备分配
地点分散性

组织关系网络

团队连通意愿
团队技术使用偏好

主管支持

人格特质

动机/需求

态度

尽责性
多重任务取向

角色分割/整合偏好

自主动机
控制动机

自我恢复需要
组织承诺
职业抱负

技术主观规范
工作—家庭中心性
信息技术创新偏好

技术有用性
技术满意度

任务特点

工作控制
工作要求

工作灵活性
工作自主性

自我恢复 工作—家庭干扰 工作倦怠

团队社会规范
工作投入

时间管理技能
分割/整合偏好

组织规范/工作要求

基本需求满意度

工作—家庭冲突

角色分割
/整合偏好

工作自主性（+）
工作控制（+）
工作绩效（+）

社会存在感（+）
组织认同（+）
知识共享（+）
协作行为（+）
即兴学习（+）
职业发展（+）

工作满意度（+）
离职率（-）

家庭—工作增益（+）
工作—家庭增益（+）

家庭角色绩效（+）

工作压力（+）

工作负担（+）
组织认同（-）
认知能力（-）

信息焦虑（+）
心理脱离（-）

工作幸福感（-）

积
极
作
用

消
极
作
用

工作—生活冲突
工作—家庭冲突

情绪耗竭

组
织
层
面

团
队
层
面

个
体
层
面

自我恢复需求（+）

情绪耗竭（+）

睡眠时长和质量（-）

工作投入（-）

工作—生活冲突（+）

工
作
连
通
行
为

工作—家庭干扰（+）

 
注：带箭头的虚线表示调节作用，+表示增强，–表示减弱。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图 2    工作连通行为的作用机制框架

①分割是指角色分离，而整合是指重叠不同角色的承担时间和行动（Gadeyne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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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Park等，2011；Tennakoon等，2013）。而具有整合偏好的个体善于把控工作和家庭领域的资

源融合和渗透，因而更偏向于工作连通行为中多重角色的参与（Derks等，2016）；而通信技术可

以协助个体整合角色时间及任务，有利于保持适度的工作连通行为（Kreiner等，2009）。
（2）动机或需求。Ohly和Latour（2014）研究了个体的自主动机和控制动机与工作连通行为

间的关系。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工作连通行为有可能依赖于个体的自主动机（愉快地做出选择）

与控制动机（为了避免惩罚或减轻罪恶感而采取某种行为），例如自主动机作为一种自我决定

资源满足个体在工作连通过程中消耗心理资源的需要（Ďuranová和Ohly，2016）。Ďuranová和
Ohly（2016）提出，个体由于身体疲劳、日常压力过重等情况渴望在非工作时间实现自我恢复，

这种需求会减少其工作连通行为。此外，高组织承诺和高职业抱负的员工更有可能采取工作连

通行为，以满足实现自我职业目标的渴望（Boswell和Olson-Buchanan，2007）。
（3）与工作或技术有关的态度因素。已有研究认为个体的工作连通行为与其工作态度息息

相关。员工对远程工作的态度越积极，其主观规范①越倾向于远程工作，采取工作连通行为的

意愿也就越强（齐昕等，2016）。张晓翔等（2013）探讨了员工工作—家庭中心性②对其工作连通

行为的正向作用，认为越是持工作中心信念的员工，越会将精力、时间等个体资源投入于工作，

采取工作连通行为的可能性也越大。另外，信息技术创新偏好代表个体使用新技术、新工具、新

发明的偏好程度，是工作连通行为的重要预测指标（Lu等，2003）。具有信息技术创新偏好的员

工更愿意尝试新型通信技术，通过无线通信设备进行工作连通（Richardson和Benbunan-Fich，
2011）。同时，个体感知的技术有用性、技术满意度均正向影响其工作连通行为（Fenner和Renn，
2004；Diaz等，2012）。其中，技术有用性是个体对技术使用带来的工作增益的感知程度

（Tennakoon等，2013）。个体感知到技术有用性越高，越倾向于使用通信技术完成工作与非工作

领域间的角色转换与融合（Ashforth等，2000），以提高工作绩效。

（4）工作任务特点。Lanaj等（2014）提出工作控制与工作连通行为相关，但研究结果显示两

者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同时，较强的工作灵活性有利于工作连通行为的产生，较高的工作要

求如任务时间压力则会对工作连通行为产生负向影响（Tennakoon等，2013）。此外，较高的自主

性既可能使得员工出于私利排斥工作连通行为，也可能促使员工出于工作利益采取工作连通

行为（Mazmanian等，2013）。
（二）工作连通行为的作用机制

以往关于工作连通行为作用结果的研究大多从悖论角度分析工作连通行为的积极和消极

双刃剑作用（如Cavazotte等，2014）。
1.积极作用

（1）工作领域因素。根据边界理论，工作连通行为能够提高个体不同领域间的边界渗透性

和弹性（Leung，2011），使得域间资源流动更加频繁（Duxbury等，2014），个体控制自我环境的

能力因此得到增强（Haynes，2008）。这种控制能力为员工工作带来了更高程度的灵活性和自主

性（Fujimoto等，2016），有助于员工实现工作进度控制（Richardson和Thompson，2012；Xie等，

2018），从而提升工作绩效（Haynes，2008；Vega等，2015）。同时，工作连通行为使员工通过远程

通信缩小了与同事或上级的距离感，更接近团队决策中心，员工的社会存在感和组织认同感得

以提高，继而更加期望持续参与工作连通过程（Fonner和Roloff，2012）。这种期望有利于个体与

其他成员的密切互动和知识共享（Taskin和Bridoux，2010），进而有利于提高团队成员间的协作

效率（Lyytinen和Yoo，2002）。

①远程工作主观规范指个体在决策是否进行远程工作时所感知到的社会影响（齐昕等，2016）。
②工作—家庭中心性是个体对工作和家庭角色重要性的价值判断，是一种持久的、较难被改变的内在信念（谢菊兰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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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出于实现职业成功的内在动机，员工采取工作连通行为时会不断使用无线技术和设

备即兴学习以提高自身的职业竞争力（Boudreau和Robey，2005），这会促进个体的职业发展

（Fenner和Renn，2004）。最后，对工作连通行为的适度体验有助于个体更有效率地解决工作问

题而不受外在环境干扰，同时满足其社会交往需求，使得个体工作满意度提高（Dennis等，

2008；Diaz等，2012）、组织离职率降低（Hill等，2003）。
（2）工作—家庭相关因素。从边界融合的角度看，工作连通行为模糊了个体工作和家庭生

活的界限，加强了工作和生活的连通性（Leung，2011）。这种融合往往伴随着个体角色切换控

制感的增强，有益于弥合个体工作和家庭间的角色分割（Ashforth等，2000）。Derks等（2016）基
于此提出了一个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即个体角色整合偏好越高，越会通过减少工作—家庭

冲突正向调节工作连通行为与家庭角色绩效的积极关系；而对于偏好角色分割的个体则相反。

例如，员工在家中用电脑处理工作，可以同时解决生活和工作的双重需求，有助于促进工作—
家庭增益（马红宇等，2016）和家庭—工作增益（Wajcman等，2008）。

2.消极效应

（1）工作领域因素。工作连通行为中的电子通信过程有时是异步的，因而为维持持续的工

作沟通和任务处理，员工需要花费大量的私人时间成本来应对通信的中断和延迟（Rennecker
和Godwin，2005）。这意味着工作连通行为不仅不能减轻员工的日常任务压力，反而作为一种

额外压力源增加了工作负担（王玮和宋宝香，2017），继而使个体的组织认同感有所降低

（Fonner和Roloff，2012）。另外，工作连通行为常常伴随信息过载现象，从而削弱了个体的认知

能力。由于缺乏科学的训练，无组织性的信息往往会阻碍个体的学习和决策（Farhoomand和
Drury，2002），使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处理这些信息线索，引发其持续的信息焦虑

（Allan和Shoard，2005），继而不利于个体进行精准的信息分析（Karr-Wisniewski和Lu，2010）。
以往研究表明，采取工作连通行为的个体在非工作时间会不断处理工作事务并进行反思，

不论是从时间、空间还是心理上均无法与工作保持距离，这会降低员工的心理脱离水平

（Park等，2011）。而心理脱离是恢复体验的重要因素，有利于个体在处理应激情境后补充能量、

应对工作压力（Fritz等，2010）。因此，过度的或消极的工作连通行为不仅不利于自我恢复

（Braukmann等，2018），还会消耗大量的心理资源，易引发个体的工作幸福感降低（Richardson
和Thompson，2012）、情绪耗竭（Derks等，2014）、工作—家庭冲突或干扰（马红宇等，2014）等消

极结果。例如，Gombert等（2017）认为，当个体的基本需求（包括自主性、胜任力及亲密关系等

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工作连通行为与个体情绪耗竭及自我恢复需求的正向关系更加明显。

（2）生活—家庭相关因素。伴随着工作连通行为带来的压力负担，长时间的工作交流会影

响个体的睡眠时长和质量（Barber和Jenkins，2013），易使个体在隔天早上产生情绪耗竭，从而

减少当天的工作投入（Lanaj等，2014）。同时，休息的低质量和身体疲劳也会对个体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Ashforth等，2000；Reinsch等，2008）。此外，有些组织在管理工作连通行为时几乎无视

个体生活的存在（Boswell和Olson-Buchanan，2007），使得个体承担生活角色责任愈发艰难

（Chen和Karahanna，2014），此时工作和家庭边界不兼容的挑战产生。个体因此产生紧张感和焦

虑感，无法进行适当的角色分割和角色融合，难以正常过渡和转变工作和家庭角色，进而导致

工作—家庭冲突（Fenner和Renn，2010；马红宇等，2014；Chen和Karahanna，2014；Wright等，

2014）。
许多学者分析了工作连通行为与工作—家庭冲突或干扰间的调节因素。Derks等（2015）发

现，社会规范和员工工作投入程度在工作连通行为与工作—家庭干扰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团

队领导与同事对工作连通行为的支持程度越高，员工投入工作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工作连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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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就越有可能引发工作与家庭间的互相干扰。Fenner和Renn（2010）证实了个体的时间管理技

能在工作连通行为和工作—家庭冲突关系中的负向调节作用。另外，还有研究就组织环境因素

（组织规范和工作要求）和个体特质（整合偏好）两个视角，分析了两者关系中的三重调节机制，

即对于整合偏好程度高的员工，组织规范和工作要求越宽松，工作连通行为引发工作—家庭冲

突的可能性越小（Gadeyne等，2018）。而个体的分割偏好程度越高，工作连通行为越不利于减

少工作—家庭冲突（Barber和Jenkins，2013；Derks等，2016）。
综上，工作连通行为在给个体带来工作自主性等积极效应的同时也会引发情绪耗竭等消

极效应（Middleton，2007；Mazmanian等，2013）。此种作用机理的两面性可能是由工作连通行为

的过程矛盾和环境差异导致的，即在初始阶段员工以积极的视角看待工作连通行为，而随着频

繁的工作干扰及连通灵活性的降低，个体消极的心理感受愈加强烈；且由于差异化的环境因

素，个体工作连通行为所产生的作用效果各有不同（Leonard等，2010）。
（三）工作连通行为作为中介或调节因素

以往学者探析了工作连通行为作为中介因素的作用，如工作连通行为在个体感知到的通

信技术使用灵活性与满意度、工作—家庭冲突间的中介作用（Diaz等，2012）。Park等（2011）提
出，个体的工作—家庭分割偏好、感知到的分割规范对心理脱离的影响是通过工作连通行为传

递的。在非工作时间，偏好分割的个体较少采取工作连通行为，这有利于家庭环境的和谐，也有

利于个体保持较高水平的心理脱离；在工作场所，个体感知到的分割规范与工作连通行为负相

关，从而也会提高心理脱离水平（Park等，2011）。
此外，以往研究还将工作连通行为看作一个调节因素。例如，Derks等（2014）通过日记研究

跟踪发现，与不使用通信技术工作的员工相比，每天持续地使用通信技术工作的个体，其心理

脱离和放松身心的自我恢复方式更有利于减少工作—家庭干扰，但此类个体的工作—家庭干

扰状况也更易引发其工作倦怠。再如，Golden（2012）探究了非工作时间和工作时间内远程工作

在“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与情绪耗竭间的正向调节作用。

五、  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工作连通行为的内涵、类型及测量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和述评了工作连通行为的

影响机制以及作用机理，并搭建了工作连通行为的基本研究框架（参见图2）。经分析梳理，本文

发现现有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未来的研究应关注以下方面：

第一，深化理论研究，同时开发中国情境下工作连通行为的测量工具。以往研究多选取工

作连通行为的单一维度量表进行测量，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工作连通行为是一个多维

度、多来源的复杂概念。同时，该主题研究横跨多个学科领域，不同学者的测量标准和方法各不

相同，研究结果有时互相矛盾且缺乏系统探索。因此，未来的研究需结合中国情境进行实践解

释，完善其理论，开发整合性多维度的工作连通行为量表，为制定我国企业关于工作连通行为

的人力资源管理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指导。

第二，拓展工作连通行为的前因机制研究，尤其需关注团队及组织层面。首先，外部环境因

素有待全面探究，如行业文化等（MacCormick等，2012）。其次，组织环境是员工知识技能充分

发挥、人力资本充分利用的重要环境，因此应进一步探析组织层面相关因素。再者，团队层面因

素缺乏探讨（如Pérez等，2004），如与时间管理相关的因素（Fenner和Renn，2010）。
第三，完善工作连通行为的结果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着重聚焦于不同层次的和跨层次的

输出效应。现有研究少有分析工作连通行为会在何种不同层面的情境下产生或消极或积极的

作用，而对该问题的研究对于解答如何在管理实践中把控工作连通行为使其输出积极效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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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另外，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着眼于员工的工作行为、态度和绩效表现，尤其要关注

团队和组织层面因素如组织结构扁平化、团队合作、技术创新等因素（Becker和Sims，2001）。
第四，基于动态视角展开工作连通行为研究。目前的文献几乎均基于静态视角，学者们仅

从同一横截面上探索工作连通行为的情况，极少关注该变量及其作用模型在时间轴上的纵向

变化，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展开动态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如工作连通行为的形成过程及其与其他

变量间关系的发展动态，构建动态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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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devices in engaging with work or colleagues anywhere during non-work time and taking
on multiple  roles  meanwhile.  Its  connotation is  the  self-socialization process  through a  series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between subjects and objects, which acts that individuals or teams manage, express
and interpret of a series of social symbol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current and future. With
the leaping progress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devices,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has
become one of the research hotspots at home and abroad, but there is not a systematic review study
focusing on Chinese contex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licated connotation of the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systematically excavate its causes and
outcomes and theoretically guide relate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olicie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f the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nd clarifies its  connotation, theory, type,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First,
according to the maturity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teases the connotation. The concept
of the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originates in the change of telework on account of uti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n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its  characteristics  with individual
different  voluntary  involvement,  multiple  roles  and so  on.  Second,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from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details,  based  on  the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human agency theory and boundary theory, the complex connotations of the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nd behavior process are discussed from three angles including social, time and
context orientation. Third, this study classifies the types of the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proposed by
previous scholar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patial orientation and the individual involvement state. Fourth,
this  study combs ten kinds of  measurements  and finds that  prior  stud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uses individual frequency or time of using technology to work in non-working time, and
the other considers it as a daily behavior rather than a specific habit to assess this behavior. Finally, this
study reviews and summarizes previous empirical studies about the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nd
analyze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We find its  related influence mechanisms have not been fully
investigated,  including that  studies of  antecedent  mechanisms lack consideration of  the team and
organization levels, and outcome factors are mostly limited to individual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some further directions of the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First,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improve its theory of the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combining
with the Chinese practical situation, and meanwhile develops its integrated multidimensional scale.
Second, we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expand the antecedent mechanism of the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especially in the team and organization levels. Third, future research can fully explore the
outcome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mainly focus on multilevel and hierarchical effects.
Team and organization level factors such as the flat organization structure, team cooper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hould be specially analyzed. Fourth, we sh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relevant mechanism from
the dynamic perspective such a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nd the
development dynamic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variables, and build the dynamic mechanism model.

Key words: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human agency theory; time-
space-context mode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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